
书书书

沈　方，郝瑞彬，尹力军，等．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变动贡献因素分解［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６（２２）：３２８－３３３．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８．２２．０７６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变动贡献因素分解

沈　方，郝瑞彬，尹力军，李文荣，殷书柏
（唐山师范学院资源管理系，河北唐山０６３０００）

　　摘要：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相关数据，基于改进的拉氏因素分解方法，建立粮食产量变动因素分解
模型，定量分析了粮食播种面积、作物单产和种植结构三者的变化对粮食产量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期主产区

粮食增产同时得益于播种面积扩大、作物生产力提高和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贡献率分别为５３．９２％、３２．７８％、１３．３０％。
从作物角度看，小麦、玉米、稻谷单产提高是主产区作物生产力效应提高的主体；玉米、稻谷种植比例调增是作物结构

效应提高的主体。研究期１３个主产省（区）都实现了粮食增产，但增产量及其驱动因素空间差异大，黑龙江、吉林、辽
宁等９个主产省（区）的首要增产因素是播种面积扩大；河北、安徽等４个主产省（区）的首要增产因素是作物生产力
提高。从作物角度看，各主产省（区）作物生产力效应变化的主要驱动作物差别大，规律性不明显；而作物结构效应变

化的主要驱动作物基本上都是相对高产的玉米、水稻、小麦种植比例调增，相对低产的大豆、薯类、杂粮种植比例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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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主产区指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且能够提供
较多粮食的集中产区。２００３年财政部《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
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黑龙江、吉林、辽宁、内

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１３
个省份为粮食主产区。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平均为７４．６０％；同期主产区粮食
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比例平均为７８．３５％。可见粮
食主产区是我国保障粮食有效供给（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

对安全）和实现粮食安全的关键。因此，主产区粮食生产问

题，也就成了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期，关于主产区粮食生产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主产区

粮食生产发展、演变及增产特征［１－４］、投入 －产出效应［５］、全

要素生产率及驱动因素［６］、粮 －经关系［７］、粮食生产比较优

势［８－１０］、粮食生产影响因素［１１－１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益

成果。

而关于粮食增产影响因素的讨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认

为，物质投入增加、气象条件有利、科技进步、政策扶持等是

２００４年以来粮食持续增产的主要因素［１４－１７］。以上因素无疑

在粮食增产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从本质上讲，区域粮食产量

变动直接取决于２个因素，即粮食播种面积和加权平均单产
的变化，其他所有因素都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这２个因素进
而影响粮食产量。

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加权平均单产的变化实际上源于

２个方面，各粮食作物自身单产水平发生变化或各粮食作物
间种植比例发生改变。由于不同作物单产水平存在差异，通

过高、低产粮食作物间的种植替代，可能在各作物自身单产水

平不变、甚至降低的条件下导致粮食总的加权平均单产提高。

因此，区域粮食产量的变化实际上受控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规模）、各作物自身单产（质量）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结

构）３个方面的变化。从已有研究来看，个别学者已经关注到
这个问题［１８－２０］，但是针对主产区的相关研究则鲜有报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我国粮食实现１１年连续增产，其中主产
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

（包括单产水平、播种面积以及劳动人口结构等），全国多处

粮食主产省（区）已经接近产量极限，如何实现进一步增产，

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深入探讨主产区粮食生产变动的真正

原因，分析对比不同促产因素的贡献大小及其稳定性，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资源环境领域应用广泛的因素分

解方法引入粮食增产贡献因素分析过程，定量测算播种面积

变动（播种面积效应）、各作物自身单产变动（作物生产力效

应）和粮食种植结构变动（作物结构效应）对主产区粮食生产

变动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找出主产区及各主产省（区）粮食

生产变动的主导因素，从而正确认识其本质，研究结论可以为

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研究中用到的各主产省（区）相关数据均取自相应省

（区）相应年份统计年鉴，各主产省（区）数据相加得主产区总

数据。因素分解中涉及的粮食作物类型，依据统计数据特征

划分为小麦、稻谷、玉米、薯类、大豆和杂粮，共６类。
１．２　改进的拉氏因素分解模型

假设系统ｖ＝ｘ·ｙ，系统ｖ在时期ｔ＝０～ｔ的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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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ｖ＝ｖｔ－ｖ０＝ｘ′ｙ′－ｘ０ｙ０＝（ｘ０＋Δｘ）（ｙ０＋Δｙ）－ｘ０ｙ０＝
ｙ０Δｘ＋ｘ０Δｙ＋ΔｘΔｙ。
式中：ｙ０Δｘ和ｘ０Δｙ分别为时期 ｔ＝０～ｔ时 Δｘ和 Δｙ对 Δｖ的
影响，ΔｘΔｙ为残差。针对残差问题，Ｓｕｎ提出了“联合创造和
平均分配”原理，通过将ΔｘΔｙ平均分配给因素ｘ和ｙ，解决了
分解过程中的“剩余”问题［２１］（图１）。

　　由此，系统ｖ＝ｘ·ｙ变化的完全分解模型可表示为

　　Δｖ＝ｖｔ－ｖ０＝ｘｅｆｆ＋ｙｅｆｆ，ｘｅｆｆ＝ｙ
０Δｘ＋１２ΔｘΔｙ，ｙｅｆｆ＝ｘ

０Δｙ＋

１
２ΔｘΔｙ。

式中：ｘｅｆｆ、ｙｅｆｆ分别为Δｘ和Δｙ对Δｖ的贡献。这就是Ｓｕｎ提出
的在资源、环境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 ＲＬＩ（ｒｅｎｅ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模型［２２］。

１．３　粮食产量变化因素分解模型
某区域粮食总产量是该区域粮食播种面积和加权平均单

产的乘积，即Ｇ＝Ｌ×ｐ（Ｇ为区域粮食总产量，Ｌ为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ｐ为粮食加权平均单产），由ＲＬＩ模型可得：

　　ΔＧ＝Ｇｔ－Ｇ０ ＝Ｌｅｆｆ＋ｐｅｆｆ，Ｌｅｆｆ＝ｐ
０ΔＬ＋１２ΔＬΔｐ，ｐｅｆｆ＝

Ｌ０Δｐ＋１２ΔＬΔｐ。 （１）

式中：Ｌｅｆｆ、ｐｅｆｆ分别为ΔＬ和Δｐ对ΔＧ的贡献。

进一步，由于ｐ是区域粮食总产量与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
值，而区域粮食总产量又可以表示为区域内不同粮食作物的

单产与相应作物播种面积乘积的和，所以ｐ可以表示为区域各

粮食作物单产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就是相应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占区域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即 ｐ＝ＧＬ ＝
∑ｐｉＬｉ
Ｌ ＝

∑ｐｉ
Ｌｉ
Ｌ＝∑ｐｉｃｉ（Ｌｉ为粮食作物ｉ的播种面积，ｐｉ为粮食作物ｉ

的单产，ｃｉ为粮食作物ｉ的种植比例）。由ＲＬＩ模型可得：

　　Δｐ＝ｐｔ－ｐ０＝ｐｅｆｆ＋ｃｅｆｆ；ｐｅｆｆ＝∑Δｐｉｃ
０
ｉ＋
１
２∑ΔｐｉΔｃｉ；ｃｅｆｆ＝

∑Δｃｉｐ
０
ｉ＋
１
２∑ΔｐｉΔｃｉ。 （２）

式中：ｐｅｆｆ、ｃｅｆｆ分别为∑Δｐｉ和∑Δｃｉ对 Δｐ的贡献，本研究分别
称之为作物生产力效应和作物结构效应。

进一步，可以得到粮食加权平均单产变动的作物贡献分

解模型，不同作物的贡献同样包括生产力效应、结构效应２部
分，其测算公式为

ｐｅｆｆ－ｉ＝Δｐｉｃ
０
ｉ＋
１
２ΔｐｉΔｃｉ，ｃｅｆｆ－ｉ＝Δｃｉｐ

０
ｉ＋
１
２ΔｐｉΔｃｉ。

式中：ｐｅｆｆ－ｉ、ｃｅｆｆ－ｉ分别为Δｐｉ和Δｃｉ对Δｐ的贡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产区粮食产量变动因素分解效应的时序特征
２０１４年，主产区粮食总产量４６４７６．７６万 ｔ，相对于２００３

年增产１５５０５．８９万ｔ，年均增产１４０９．６３万 ｔ。依据粮食产
量变动因素分解模型，即式（１）和（２），以上一年为基年，将粮
食产量逐年变动分解为播种面积、作物生产力和作物结构３
个因素变化的效应，结果（表１）显示：研究期主产区粮食持续
增产（２００９年相对于上年减产１９４．９２万 ｔ）同时得益于播种
面积扩大、作物生产力提高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但不同

年份三者的贡献率差异较大。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主产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持续增加，由
６７１８．６１７万 ｈｍ２ 增加到 ８３６１．０１７万 ｈｍ２，累计增加
１６４２．４００万ｈｍ２。播种面积增加累计增产粮食８３６１．０３万ｔ，
占研究期粮食增产总量的５３．９２％，是主产区粮食增产的首
要因素。

　　各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反映耕地真实产出能力的变化情
况，与自然、社会、经济等众多因素有关。因素分解结果（表

２）显示：研究期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小麦、稻谷、玉米和杂粮４类粮

表１　主产区粮食产量变动贡献因素分解效应的时序特征

时序（年份）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播种面积效应 作物生产力效应 作物结构效应

增产量（万ｔ） 贡献率（％） 增产量（万ｔ） 贡献率（％） 增产量（万ｔ） 贡献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４３４０．８１ １４１６．０５ ３２．６２ ２４９４．０６ ５７．４６ ４３０．７０ ９．９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１６９４．６５ １９６７．５６ １１６．１０ －１１９．６９ －７．０６ －１５３．２３ －９．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１２０．５５ ９０７．６８ ８１．００ －３３．６３ －３．００ ２４６．５０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７２２．８３ ５７５．５０ ７９．６２ －８６．２５ －１１．９３ ２３３．５８ ３２．３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５６３．０２ ３６．３５ ２．３３ １４７７．２１ ９４．５１ ４９．４７ ３．１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９４．９２ １３７７．２９ －７０６．５９ －１４２８．５３ ７３２．８８ －１４３．６８ ７３．７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４６７．２９ ４５７．６６ ３１．１９ ６５４．４７ ４４．６０ ３５５．１７ ２４．２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２３７．０４ ３７６．９６ １６．８５ １２９８．９７ ５８．０７ ５６１．１１ ２５．０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１９５．１６ ３７０．４８ ３１．００ ３２６．５７ ２７．３２ ４９８．１２ ４１．６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１４５．５０ ３７１．０６ ３２．３９ ４９６．４１ ４３．３４ ２７８．０３ ２４．２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１３．９６ ５０４．４６ ２３５．７７ ３．５８ １．６７ －２９４．０８ －１３７．４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１５５０５．８９ ８３６１．０３ ５３．９２ ５０８３．１７ ３２．７８ ２０６１．６９ １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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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物生产力效应的时序特征

时序

（年份）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作物生产力效应

小麦（万ｔ） 稻谷（万ｔ） 玉米（万ｔ） 大豆（万ｔ） 薯类（万ｔ） 杂粮（万ｔ） 合计（万ｔ） 贡献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４３４０．８１ ５５４．２０ ６８５．８３ ９６８．４０ １６９．４５ １１７．６３ －１．４４ ２４９４．０６ ５７．４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１６９４．６５ ６８．２０ －１３７．８９ １４９．３９ －１８２．３２ －１０１．６８ ８４．６０ －１１９．６９ －７．０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１２０．５５ ４４９．８８ －３１３．２２ ５３．９６ －１０２．２５ ７．８０ －１２９．８０ －３３．６３ －３．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７２２．８３ ５２．９７ ３５１．１３ －５０５．９７ －１４２．０４ －６７．１３ ２２４．８０ －８６．２５ －１１．９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５６３．０２ ２０５．９５ ２６６．６４ ９２６．４２ １４０．６２ －８６．３２ ２３．８９ １４７７．２１ ９４．５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９４．９２ ６．３９ ０．６４ －１２８０．２９ －２１７．１０ ５．３０ ５６．５３ －１４２８．５３ ７３２．８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４６７．２９ －２２．９１ －２３７．１２ ５６４．０８ １１９．５７ １２３．３６ １０７．４９ ６５４．４７ ４４．６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２３７．０４ １１１．３９ ２７２．３８ ７２２．４４ １４５．４９ －３．８８ ５１．１５ １２９８．９７ ５８．０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１９５．１６ ２０７．８７ －７７．０９ ９４．００ ４８．３５ －１７．６９ ７１．１２ ３２６．５７ ２７．３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１４５．５０ ３１５．０７ －１５８．６９ ２９５．６６ －２５．３８ －１６．８０ ８６．５６ ４９６．４１ ４３．３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１３．９６ ３１８．６６ １７８．６６ －２６３．１１ －１０６．５５ １１．７７ －１３５．８５ ３．５８ １．６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１５５０５．８９ ２２６７．６８ ８３１．２８ １７２４．９８ －１５２．１５ －２７．６５ ４３９．０５ ５０８３．１７ ３２．７８

食作物的因素分解效应均为正值，都导致了一定的粮食增产，

增产效应为小麦＞玉米＞稻谷 ＞杂粮，表明４类粮食作物各
自的单产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而大豆和薯类的因素分解效

应为负值，都导致了一定的粮食减产，减产效应大豆 ＞薯类，
表明２类粮食作物的单产在研究期是下降的。６类粮食作物
的综合作用，即作物生产力效应，累计实现粮食增产５０８３．１７
万ｔ，占研究期粮食增产总量的３２．７８％，是主产区粮食增产
的重要因素。

农业生产受气象因素影响大，容易发生波动，表现为各作

物单产都存在相对较大的年际变化，进而影响区域粮食产量。

如２００９年，当年全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特大干旱历史罕见，
给粮食生产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当年主产区玉米和大豆单

产大幅度降低，合计减产１４９７．３９万ｔ；虽然当年粮食播种面
积较上年大幅增加，增产粮食１３７７．２９万ｔ，仍然无法抵消单
产下降和种植结构变化带来的粮食减产，最终主产区粮食总

产量较上年减少１９４．９２万ｔ。

　　粮食加权平均单产是各粮食作物单产的加权平均值，权
重是相应粮食作物的种植份额。由于各作物自身单产水平不

同，作物种植结构改变（即权重发生改变）会对作物加权平均

单产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区域粮食产量变化，作物结构效应即

为这一影响的反映。

因素分解结果（表３）显示，玉米、稻谷的结构效应为正
值，合计增产粮食４５９５．７５万ｔ，表明研究期２类作物在主产
区粮食生产中比例是调增的；小麦、大豆、薯类、杂粮４类粮食
作物的结构效应是负值，合计减产粮食２５３４．０６万 ｔ，表明４
类作物在主产区粮食生产中比例是调减的。６类作物综合作
用引致主产区粮食增产２０６１．６９万 ｔ，占同期主产区粮食增
产总量的１３．３０％。

总体上看，种植结构变动的粮食产量效应居次要地位，但

部分年份的作用十分显著，如结构效应对产量变动的贡献率

２０１４年为－１３７．４５％，２０１２年为４１．６８％。表明近期主产区
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表３　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物结构效应的时序特征

时序

（年份）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作物结构效应

小麦（万ｔ） 稻谷（万ｔ） 玉米（万ｔ） 大豆（万ｔ） 薯类（万ｔ） 杂粮（万ｔ） 合计（万ｔ） 贡献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４３４０．８１ －３１５．６２ ９５１．８９ １０９．９９ －１３．３８ －１４１．５４ －１６０．６４ ４３０．７０ ９．９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１６９４．６５ ９４．４６ －２９５．５３ １２７．０６ ８３．６４ －１１２．４１ －５０．４４ －１５３．２３ －９．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１２０．５５ ２３６．８８ １２２．９１ ３３９．２６ －５４．４８ －３５７．６４ －４０．４２ ２４６．５０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７２２．８３ １４６．９２ －１４６．１８ ３９１．０２ －１１１．２３ －６３．７６ １６．８１ ２３３．５８ ３２．３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５６３．０２ －５８．０８ １４５．７２ ６３．７５ ４２．１１ ７２．８１ －２１６．８５ ４９．４７ ３．１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９４．９２ －２４４．５８ －２６１．３１ ５３５．７１ １１０．１１ －４１．２９ －２４２．３２ －１４３．６８ ７３．７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４６７．２９ －２３．０６ ２０５．６１ ３１６．１５ －１１６．３３ ７．９３ －３５．１３ ３５５．１７ ２４．２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２３７．０４ －１５．４３ ２２１．７８ ５７９．９５ －２１８．８０ ３７．８９ －４４．２７ ５６１．１１ ２５．０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１９５．１６ １１．２７ １４７．２６ ６０７．５６ －２０６．４１ －１７．３３ －４４．２３ ４９８．１２ ４１．６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１４５．５０ －１６０．５７ ８８．８３ ６２１．２５ －８３．９３ －４５．３５ －１４２．２１ ２７８．０３ ２４．２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１３．９６ －１３５．１５ －１６６．６１ －１１０．３１ １１５．５８ －５６．４４ ５８．８５ －２９４．０８ －１３７．４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１５５０５．８９ －４６２．９５ １０１４．３６ ３５８１．３９ －４５３．１２ －７１７．１３ －９００．８６ ２０６１．６９ １３．３０

２．２　主产区粮食产量变动因素分解效应的空间差异
由于各粮食主产省（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组合状

况不同，不同粮食作物种植优势差异明显，粮食产量变动及其

因素分解效应（驱动因素）都存在较大的区间差异（表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１３个粮食主产省（区）都实现了一定的粮

食增产，各主产省（区）平均增产粮食１１９２．７６万ｔ，增产量由
大到小为黑龙江＞河南 ＞内蒙古 ＞吉林 ＞安徽 ＞山东 ＞江

苏＞河北＞江西＞湖北＞湖南＞辽宁＞四川。粮食增产量的
空间差异显著，增产最多的黑龙江省增产量为３７２９．９０万ｔ，
最少的四川省增产量为１９１．６０万ｔ，前者是后者的１９．４７倍。

将研究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１３个主
产省（区）播种面积效应均为正值，效应值由大到小为黑龙

江＞河南＞吉林 ＞山东 ＞内蒙古 ＞安徽 ＞辽宁＞湖北 ＞江
苏＞江西＞湖南＞四川＞河北，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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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主产区粮食产量变动贡献因素分解效应的空间差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主产区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播种面积效应 作物生产力效应 作物结构效应

贡献量（万ｔ） 贡献率（％） 贡献量（万ｔ） 贡献率（％） 贡献量（万ｔ） 贡献率（％）
黑龙江 ３７２９．９０ ２３３９．７３ ６２．７３ ７４６．３７ ２０．０１ ６４３．８０ １７．２６
吉林 １２７３．２０ ６４５．３３ ５０．６９ ４２８．１６ ３３．６３ １９９．７１ １５．６９
辽宁 ４４８．４０ ４９４．２２ １１０．２２ １９２．３７ ４２．９０ －２３８．１９ －５３．１２
内蒙古 １３９２．３０ ６０５．０２ ４３．４５ ３２９．５３ ２３．６７ ４５７．７５ ３２．８８
河北 ９７２．４０ １６８．７１ １７．３５ ２０６３．１１ ２１２．１７ －１２５９．４２ －１２９．５２
山东 １１６０．６０ ６１４．６５ ５２．９６ ４９４．７２ ４２．６３ ５１．２２ ４．４１
河南 ２２０２．８３ ６９０．３６ ３１．３４ １４１１．０３ ６４．０６ １０１．４４ ４．６１
江苏 １０１８．７５ ４２４．９７ ４１．７１ ５３７．４７ ５２．７６ ５６．３１ ５．５３
安徽 １２０１．００ ５５４．０８ ４６．１３ １０２１．７７ ８５．０８ －３７４．８４ －３１．２１
湖北 ６６３．１４ ４５０．３９ ６７．９２ １３５．６５ ２０．４６ ７７．１１ １１．６３
湖南 ５５８．５７ ２４２．８３ ４３．４７ ２２２．６８ ３９．８７ ９３．０６ １６．６６
江西 ６９３．２０ ３３４．９０ ４８．３１ ３３３．４０ ４８．１０ ２４．９０ ３．５９
四川 １９１．６０ ２０１．９２ １０５．３９ －１１．２８ －５．８９ ０．９６ ０．５０

古、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和四川９个主产省（区）播种面积
增加为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尤其是辽宁，播种面积效应的

贡献率达到了１１０．２２％。
　　将研究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表４），１３
个主产省（区）中有１２个作物生产力效应为正值，效应值由
大到小为河北＞河南＞安徽＞黑龙江＞江苏＞山东＞吉林＞
江西＞内蒙古 ＞湖南 ＞辽宁 ＞湖北，表明１２个主产省（区）
粮食单产水平整体上都是提升的，其中河北、安徽、河南、江苏

４省作物生产力提高是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１３个主产省
（区）中，只有四川省作物生产力效应为负值，表明研究期四

川省粮食单产水平整体上是下降的。

从各作物角度看，各主产省（区）作物生产力效应变化的

主要驱动作物不同（表５）。各主产省（区）的前２位驱动作
物分别为黑龙江（玉米、稻谷）、吉林（玉米、稻谷）、辽宁（杂

粮、玉米）、内蒙古（玉米、大豆）、河北（杂粮、玉米）、山东（小

麦、玉米）、河南（小麦、玉米）、江苏（小麦、稻谷）、安徽（杂

粮、玉米）、湖北（薯类、稻谷）、湖南（稻谷、薯类）、江西（稻

谷、薯类）、四川（玉米、薯类）。表明各主产省区作物生产力

变化的主要驱动作物基本上与其优势作物一致，即与各主产

区粮食作物的传统结构优势基本一致。

表５　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物生产力效应的空间差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主产区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作物生产力效应

小麦（万ｔ） 稻谷（万ｔ） 玉米（万ｔ） 大豆（万ｔ） 薯类（万ｔ） 杂粮（万ｔ） 合计（万ｔ） 贡献率（％）
黑龙江 ３７２９．９０ １０２．７３ －８１６．４６ ８４８．８１ ７３２．１７ －１２３．６８ ２．８０ ７４６．３７ ２０．０１
吉林 １２７３．２０ ０．５２ １１７．４７ ３５１．８９ －７２．７６ ２．３４ ２８．６９ ４２８．１６ ３３．６３
辽宁 ４４８．４０ ２．８７ １５．６７ －３７１．４５ １．１９ １３．２６ ５３０．８３ １９２．３７ ４２．９０
内蒙古 １３９２．３０ ３．１４ １．３８ ２１６．８７ ６５．５２ －１０．２７ ５２．８９ ３２９．５３ ２３．６７
河北 ９７２．４０ －４．７５ ３６８．６２ ８９４．１７ －６６．７８ －２０９．７６ １０８１．６１ ２０６３．１１ ２１２．１７
山东 １１６０．６０ ３１６．１０ １６．０６ １１９．９４ ３．４２ ２０．３５ １８．８６ ４９４．７２ ４２．６３
河南 ２２０２．８３ ７２６．０２ １８２．７５ ４８５．８９ １３．１７ ２９．７３ －２６．５３ １４１１．０３ ６４．０６
江苏 １０１８．７５ ３０１．２６ １６９．６２ ４８．１７ －０．０２ ６．２７ １２．１７ ５３７．４７ ５２．７６
安徽 １２０１．００ ４２４．４１ －５１．６３ －４４８．３４ ９６．０６ －３５．８１ １０３７．０７ １０２１．７７ ８５．０８
湖北 ６６３．１４ １１５．９４ １３１．３５ －１３．８４ ０．９７ －１４２．４２ ４３．６５ １３５．６５ ２０．４６
湖南 ５５８．５６ ２４．９５ １１１．１０ ２７．８２ １５．６４ ４６．９２ －３．７５ ２２２．６８ ３９．８７
江西 ６９３．２０ ０．９９ ３０９．８５ ０．４２ ６．８６ １３．７５ １．５３ ３３３．４０ ４８．１０
四川 １９１．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０．１９ ７２．２１ ０．３３ －２９．０１ －９．０２ －１１．２８ －５．８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１３个主产省（区）中有１０个作物结构效
应为正值（表 ４），效应值由大到小为黑龙江 ＞内蒙古 ＞吉
林＞河南＞湖南＞湖北 ＞江苏 ＞山东 ＞江西 ＞四川，表明以
上１０个主产省（区）整体上存在相对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
种植替代，即相对高产作物种植比例上升，相对低产作物比例

下降；与之相对河北、安徽、辽宁作物结构效应为负值，表明这

３个主产省（区）存在相对低产作物对高产作物的种植替代。
从各作物角度看，各主产省（区）作物结构效应变化的主

要驱动作物不同（表６）。与作物生产力效应不同，由于区域
内各作物之间存在直接的争地关系，某粮食作物比例的上升，

必然意味着其他某作物比例的下降，因此各驱动作物变化规

律性相对明显。各主产省（区）基本上都是相对高产的玉米、

稻谷、小麦中的２种或１种种植比例调增，相对低产的大豆、
薯类、杂粮种植比例调减。如研究期有１１个主产省（区）玉
米调增、有７个主产省（区）稻谷调增、有５个主产省（区）小
麦调增，与之相对大豆（河北、四川、安徽调增）、薯类（湖北、

四川调增）和杂粮基本全部调减。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主要结论
２０１４年，主产区粮食总产量４６４７６．７６万 ｔ，相对于２００３

年增产粮食１５５０５．８９万ｔ，年均增产１４０９．６３万ｔ。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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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物结构效应的空间差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主产区
粮食产量变化

（万ｔ）
作物结构效应

小麦（万ｔ） 稻谷（万ｔ） 玉米（万ｔ） 大豆（万ｔ） 薯类（万ｔ） 杂粮（万ｔ） 合计（万ｔ） 贡献率（％）
黑龙江 ３７２９．９０ －０．５３ －６４５．４８ １８１４．３２ －２２９．２０ －２２３．２９ －７２．０１ ６４３．８０ １７．２６
吉林 １２７３．２０ －６．８６ ４２．１６ ２８２．９８ －６１．６７ －１０．３４ －４６．５６ １９９．７１ １５．６９
辽宁 ４４８．４０ －７．６５ ３６．３５ ３３６．５７ －５５．４８ －３８．８２ －５０９．１６ －２３８．１９ －５３．１２
内蒙古 １３９２．３０ ２１．２０ －１５．５６ ６８６．３７ －７３．８６ －６０．４６ －９９．９３ ４５７．７５ ３２．８８
河北 ９７２．４０ １９．６１ －３９８．５７ ５３８．０７ ２９．３５ －７０．７０ －１３７７．１７ －１２５９．４２ －１２９．５２
山东 １１６０．６０ ７３．３７ －８．１５ １８７．４０ －４３．６６ －１３４．１６ －２３．５８ ５１．２２ ４．４１
河南 ２２０２．８３ －７５．５８ ４６．２９ ２７２．４６ －２６．５６ －８４．５２ －３０．６４ １０１．４４ ４．６１
江苏 １０１８．７５ １３２．０８ ９１．２１ －３４．９８ －１７．３８ －５４．２８ －６０．３３ ５６．３１ ５．５３
安徽 １２０１．００ －６５．５１ １８６．０８ －５３４．１０ １８２．１８ －７７．９２ －６５．５８ －３７４．８４ －３１．２１
湖北 ６６３．１４ ８６．１４ －５４．９８ ９５．３１ －２８．４６ ４７．５１ －６８．４１ ７７．１１ １１．６３
湖南 ５５８．５６ －３３．１９ ２４８．８４ １９．２２ －３８．４４ －９９．００ －４．３７ ９３．０６ １６．６６
江西 ６９３．２０ －１．８１ ３７．８８ ４．３７ －６．１８ －７．１３ －２．２３ ２４．９０ ３．５９
四川 １９１．６０ －６９．９８ －４４．３５ ６９．３０ ２．５８ ４７．４６ －４．０５ ０．９６ ０．５０

解结果显示：研究期主产区粮食生产增长同时得益于播种面

积扩大、作物生产力提高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贡献率分

别为５３．９２％、３２．７８％、１３．３０％，但不同年份三者的贡献率
差异较大。

从作物角度看，小麦、玉米、稻谷自身单产的提高对研究

期作物生产力效应提高发挥主导作用；玉米、稻谷种植比例的

调增是作物结构效应提高的主体。

相对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４年１３个粮食主产省（区）都实现了
一定的粮食增产，但是增产量及其驱动因素存在较大空间差

异。其中播种面积增加为首要增产因素的主产省区有９个，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和四

川；作物生产力提高为首要增产因素的主产区有４个，包括河
北、安徽、河南、江苏；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是粮食增产的次要

因素。

从作物角度看，各主产省（区）作物生产力效应变化的主

要驱动作物差异较大，基本上是各主产省（区）的优势作物；

各主产省（区）作物结构效应变化主要驱动作物不同，但规律

性相对明显，基本上都是相对高产的玉米、水稻、小麦种植比

例调增，相对低产的大豆、薯类、杂粮种植比例调减。

３．２　讨论
利用因素分解方法对影响粮食产量变化的３个因素，即

播种面积、作物生产力和种植结构进行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主

产区粮食增产的本质有重要意义。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研究

期主产区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即

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张。

根据因素分解模型，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可以实现粮食产

量动态变化直接驱动因子（播种面积、作物生产力和作物结

构）贡献的逐年动态“监测”（表１）。
对于不同的主产省（区），未来粮食增产路径选择应根据

因素分解结果，深入分析３个关键促产因素的可挖潜力，进一
步可根据其他非关键因素（如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劳

动力状况、粮食价格等）与３个关键因素间的关系，建立定量
分析模型，进行主导因素分析，间接评价各非关键因素对粮食

产量的影响，进而依据分析结果因地制宜地做出政策安排。

区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受区域耕地面积、复种指数

（区域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与区域耕地面积的比值）和粮作比

例（区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控制，

即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复种指数 ×粮作比例，根
据ＲＬＩ模型，可以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做因素分解分析，
但是由于目前主产区统一口径的耕地面积数据无法获取，因

此暂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日后，数据获取条件改善后希望

能够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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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构建
———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例

冯伟林，李诗冰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８１００）

　　摘要：在我国当前的减贫工作中，旅游扶贫作为一种新的扶贫形式日益受到重视。在旅游扶贫过程中须要构建基
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机制，以切实保证贫困人口能够真正受益。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样本区，从微观农户视角进行入

户访谈和问卷调查，运用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分析贫困农户在旅游扶贫项目中的获益状况，并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构建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扶贫机制。结果表明，超过６０％的受访者明确感受到旅游扶贫项目给贫困人口带来
了好处，提高了家庭收入；另外有３２％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在旅游扶贫开发项目中获得任何利益。影响扶贫效果的因
素主要有地方政府不恰当的政绩观念，旅游扶贫开发项目脱离当地实际以及贫困人口面临较大参与障碍等。因此，须

要以ＰＰＴ理念为指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旅游扶贫的精准识别机制、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机制、项目参与机制
和利益分配机制，形成面向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扶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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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难题。消除贫困，促
进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在我国现阶段，贫困问题仍然是

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贫困实质上

是一种发展成果的不均衡享有，关系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重大战略目标，解决贫困问题意义重大。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我
国还有７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５
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是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方向与目标。重庆市武陵山片区是少

数民族聚集区、革命老区、生态脆弱区和连片贫困区为一体的

特殊地区。该区域包括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武隆县、

彭水苗家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等７个县（区），全部为国家级贫困县，现有
５３．１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１７．２％。旅游产业是重庆市
武陵山片区大力发展的资源优势产业，当地也在有目的地通

过旅游产业的发展来促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在旅游产业发

展过程中如何真正让贫困人口从中受益，实现缓解或消除贫

困的目标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１９９９年英国国际发展
署（ＤＦＩＤ）明确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ｐｒｏ－ｐｏ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ＰＴ），这是指在推进旅游扶贫开发中让贫困人口受
益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一种旅游发展模式［１］。这是首次

将旅游业的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概念。旅游产

业具有十分明显的产业关联与带动作用，拥有综合性和带动

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决定了旅游产业先天就具有脱贫致富

的功能。在国内外减贫工作中，旅游扶贫作为一种新的扶贫

形式日益受到重视。现实考察也表明，贫困人口聚集的区域

也往往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区域。贫困地区依靠当地丰富的旅

游资源，通过适度的旅游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

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这也是旅游扶贫的目的与意义所在。但在旅游扶贫实施过程

中，贫困人口并未如预期设计的目标实现脱贫致富，反而因其

弱势地位而导致利益受损的现象经常发生［２］。一些地方将

旅游扶贫当作单纯的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当地居民很难公平

地享受到旅游扶贫项目开发的利益，最贫困的人口往往由于

资金短缺、人力资本缺乏、旅游知识水平低、居住点偏僻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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